
互联网发展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
——基于中国285个地级市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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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借助互联网技术推动生态环境改善，提升区域生态效率，是新时期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本文在理论层面提出互联网发展对生态效率的直接影响

与间接影响机制，并以 2005—2019年中国 285个地级以上城市的数据作为样本进

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互联网发展都能推动城市生态

效率的提升，这一结果在剔除样本城市、更换核心解释变量及使用准自然实验下均

具有较强稳健性。异质性分析显示，互联网发展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

区域差异特征，中西部地区互联网发展对生态效率的提升作用优于东部和东北地

区，这种提升效应整体呈现“西部—中部—东北部—东部”的降序排列；同时，互联

网发展对非省会城市、经济欠发达城市、非资源性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效应更明

显。机制分析的结果印证了互联网影响城市生态效率的传导机制主要是产业结构

合理化、高级化和创新能力。基于此，本文围绕互联网发展和城市生态效率的共同

促进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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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得益于丰富的自然资源、廉价的劳动力，我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中国

式增长“奇迹”（Song et al.，2011），国内生产总值稳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当认真审视过

去的发展时不难发现，高速的增长总是伴随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

的应用、大陆的开垦等（Marx & Engel，1848），能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环境矛盾加剧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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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涌现。一方面，国际能源机构发布的《2022年二氧化碳排放报告》显示，2022年我国二氧

化碳排放量为114.77亿吨，是全球碳排放总量最高的国家，其中能源领域碳排放量占比达到

70%，可再生能源的使用量远低于其他国家；另一方面，生态环境形势愈发严峻，2020年全国

生态环境质量简况显示在我国2000多个县级城市中，生态质量评级为“一般”及更差的县域

占比超过了50%。

在经历以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的发展后，关注环境与气候变化、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成为全球共识。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尽管生态环境的建设步伐不断加快，但是改善速

度难以追赶退化速度，如何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成为亟待研究的课题。党中央非常重视生态文

明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基于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如

何在寻求经济发展、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协调统一的基础上，以最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实

现最高经济产出，从而达到最优的生态效率，推动建立健全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

体的生态经济体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与此同时，数字中国建设是“十四五”时期重点方向。互联网兴起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

推动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环境压力。一方面，互联网发展驱动数字经

济、信息化建设等新发展模式，淘汰污染严重、能源消耗大的落后产业，提升了重点行业能源

环境利用效率；另一方面，应用于环境治理中的互联网技术可以突破时空界限，对环境相关的

要素进行动态监测、实时评估和及时反馈，有效缓解相关环境问题，降低能源消耗。互联网发

展是对传统高耗能、高污染经济增长方式的有效改变，充分体现了绿色发展理念，与生态效率

“利用更少成本创造更大产出、利用更少自然资源创造更大经济效益”的内涵不谋而合。

在此背景下，准确把握互联网发展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对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基于此，本文重点选

取了中国285个地级以上城市为样本，研究时间跨度为2005—2019年，通过构建相关评价指

标体系测度了城市互联网发展与生态效率水平，同时多维度实证分析了互联网发展对生态效

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这些有助于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围绕互联网发展与生态效率的探讨层出不穷，现有研究重点聚焦在三个方面。一是互联

网发展的影响效应与测度研究。多数文献普遍认为，互联网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Choi
& Yi，2009；郭家堂、骆品亮，2016）、产业升级（左鹏飞等，2020）与创新能力提升（韩先锋等，

2019；李雪等，2022）。互联网发展水平的测度上单一指标法是最常见衡量方法，包括网民数、

互联网域名数（施炳展，2016）、各省份注册的网站数量（郭家堂、骆品亮，2016）、互联网普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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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等，2022；杨媛，2022）等，该方法被广泛应用于不同层面的研究。同时，为了破除单一指标

存在的偏颇问题，更加全面、客观地评估互联网发展水平，评价体系逐步兴起。黄群慧等（2019）
从互联网应用和产出的角度出发，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互联网综合发展指数，这一方法被多

个学者引用（余泳泽等，2021；李金林等，2021）。但主成分分析存在主观性较强、权重难以确定

的问题，左鹏飞等（2020）、韩国高和陈庭富（2022）在参考黄群慧等（2019）研究基础上利用改进

的熵值法计算出互联网综合发展水平，成为现阶段测算互联网发展的主要手段之一。

二是生态效率的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对生态效率的关注最早可以追溯到1990年德国

学者Schaltegger和Sturm的研究，他们将生态效率定义为以较小的资源和环境投入，得到较大

经济产出的生产过程。学术界对生态效率的研究重点围绕国家（Rashidi et al.，2015）、省域

（区域）（陈晓兰等，2022）、城市（Moutinho et al.，2020）等不同空间尺度展开。构建评价指标体

系也是测度地区生态效率最常见的手段之一，所选指标主要包括环境、土地、水、能源等物质

消耗和经济产出；其中，投入方面多数学者以环境污染、资源消耗等为主，产出则以区域GDP
为主（狄乾斌、孟雪，2017）。在此基础上，罗能生等（2019）重点从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

出三方面测度生态效率。测度方法主要包括两种不同模型：一是以SFA为代表的参数法（陈

菁泉等，2021），二是以DEA为代表的非参数法（Wang & Chen，2020）。近年来，随着环境质量

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评价城市生态效率都将污染物排放首先考虑进来，因而基于非期望产出

的超效率 SBM模型使用范围最广。同时，经济发展（何维达等，2022）、人口密度（梁琦等，

2021）、产业结构（陈立泰等，2020；陈明华等，2020）、政府干预（姜智强等，2022）、外商投资（罗

能生等，2019；何维达等，2022）等都是影响地区生态效率的重要因素。

三是互联网发展的环境效应研究。互联网作为通信技术本身具有促进信息公开、共享进

而减少环境污染的特征，起到节能减排的作用（Wu et al.，2021a），互联网发展或者技术进步可

以通过减少人均碳排放（杨莉莎等，2019）、降低空气污染水平（韩国高、陈庭富，2022），进而改

善城市的环境质量。郭峰和陈凯（2021）基于内生增长数理模型，阐明了互联网对环境质量影

响的逻辑关系和作用机制，研究显示互联网发展对环境污染排放具有显著的负向直接效应和

负溢出效应。此外，大数据（许宪春等，2019）和机器人（黄赜琳、蒋鹏程，2023；林熙等，2023）
的迅速发展给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一种重要途径。当然，互联网快速发展和互联网普及率迅

猛提升的同时，大规模的信息网络基础设施随之建设，造成了巨大的电力消耗和能源消耗，间

接导致区域雾霾污染的增加（Higón et al.，2017）。
现有研究为本文探究互联网发展影响生态效率的内在逻辑提供了重要参考，但也存在一

些不足。首先，过往研究多关注互联网发展或信息技术对环境污染与碳排放的影响，少有研

究直接探讨互联网发展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再者，关于互联网发展影响城

市生态效率的相关文献大多只从较为单一视角进行了概括性总结，并没有进行深层次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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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二者之间是通过哪些途径产生影响并没有进行系统分析。基于此，本文在系统梳理互联

网发展对城市生态效率影响机理的基础上，运用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互

联网发展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同时探究了二者间的影响路径，本文的研究成果为应用互

联网技术推进生态环境改善，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支撑。

与现有研究成果相比，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理论机制层面，国

内直接研究互联网发展对生态效率影响的成果相对缺乏，视角多是集中在产业化、信息化及其

融合方面，鲜有学者对二者的内在影响机制进行深入分析。本文从互联网发展降低资源消耗、

减轻环境污染等方面梳理了其对生态效率的直接影响，提出互联网发展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

产业结构合理化、技术创新能力三个方面对城市生态效率产生间接传导机理，突破多数文献聚

焦“互联网发展”或“生态效率”的单一思路，系统总结了互联网发展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其

次，指标测算方面，本文从投入-产出视角构建了生态效率评价体系，将非期望产出纳入超效率

SBM模型计算，避免了传统方法测度结果无法比较的缺陷；同时考虑到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是以碳排放总量为衡量标准，选取各城市的碳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这一系列变化都是对评

价指标体系的有效补充。最后，实证研究方面，本文一方面采用传统构建指标体系方法测度互

联网发展水平后进行回归，另一方面还利用“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这一外生事件，通过多期双重

差分模型评估了以“宽带中国”为标志的互联网发展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其作为稳健性检验

具有一定创新性，为推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生态效率提供了经验借鉴。

三、互联网发展对城市生态效率影响的理论分析

（一）互联网发展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直接影响分析

本质上说，生态效率的内涵在于以最低的资源、环境投入来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产出，一

般采用“经济效益产出与资源、环境投入之比”的标准来进行衡量，强调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实

现经济增长与高耗能、高污染脱钩。

1. 互联网发展能降低资源消耗

首先，互联网发展可以降低居民资源消耗。互联网的广泛使用悄然推动居民生产生活的

绿色化变革。第一，互联网改变了居民的消费模式，伴随互联网扩张，网上购物等新业态带动

物流业的快速发展（韩凝春、王春娟，2021）。商品以更加快速、便捷的方式从生产者到达消费

者手上，减少了中间流通环节，从而带来资源能耗的下降（孙文远、周浩平，2022）。第二，互联

网改变了居民的工作模式。互联网技术推动在线办公不断发展，在家办公保障工作效率的同

时有效助力了碳中和，减少居民办公出行产生的通勤能耗，从而有效缓解空气污染（Nicholas
et al.，2015）；通过在线交流平台举行线上会议，也降低了水电等资源消耗。第三，互联网改变

了居民的出行模式。共享单车及共享电动车不断涌现，这些创新性的出行方式一方面明显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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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了人们的出行习惯和城市交通格局（荣朝和，2018）；另一方面也通过代替传统化石能源避

免了资源浪费和使用，有效降低了城市汽车尾气污染物的排放。

其次，互联网发展可以降低企业资源消耗。互联网发展具有环境友好的特殊性质，与绿

色发展、资源节约的要求不谋而合。第一，企业应用互联网手段带来的技术进步能降低资源

消耗。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以智能化、绿色化和低碳化为特征的工业制造体系是技术创新的

重要载体（史丹，2018），企业通过应用互联网技术，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工业设备的数字化控制

与科学的生产工艺及流程（曹裕等，2023），无论是产品生产还是工艺都会有所改进，有效降低

了单位产品的能源消耗（董直庆等，2014）。第二，企业应用互联网手段带来的结构优化能降

低资源消耗。以互联网为载体的信息技术促进了数字化发展，增加了组织内部的交流沟通效

率，尤其减少了纸张印刷与交通往来，如采用绿色环保的电子合同，既有利于节省服务时间、

方便管理，也有助于推动企业节能减排。

最后，互联网发展可以降低政府部门资源消耗。一方面，互联网发展通过提升政府内部

办公“一网协同”水平降低资源消耗。我国政府信息化建设已经从电子政务发展到数字政府

阶段，政府工作人员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线上办公，提升政府内部的工作效率（陈水生，

2021），降低了不同单位利用各类资源的门槛和成本。同时，构建绿色低碳大数据中心，提高

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比例，极大促进了资源利用率和政府治理效率。另一方面，互联网发展通

过提升政府外部服务“一网通办”水平降低资源消耗。运用政务互联网进行事项申办、材料审

核、数据上传、事项办结、网上宣讲等，简化了民众办事流程，摆脱了过去来回奔波的资源浪

费。同时，通过远程“直达帮办”服务，实现办事“零跑动”“零准备”“零材料”，做到“无纸化”

“低成本”办事，直接减少了线下经济活动的频次与幅度（杨昕、赵守国，2022），促进数字低碳

健康发展。

2. 互联网发展能减轻环境污染

互联网发展实现了对政府严格高效的环境监管与对公众环境污染的实时监督，主要通过

技术带动、政府治理、企业转型和公众参与四个方面对环境污染排放带来直接影响。

从技术带动的角度看，互联网发展推动了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先进技术的普及与利

用，提升了企业环境监测与治理的网络化、智能化水平（Wu et al.，2021b）。各类新兴技术、智能

制造装备广泛运用到企业的日常生产活动中，如企业通过采用先进的智能监控系统、传感器设

备实时监测、记录各类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技术的加持下环境检测数据得以分析（韦施威等，

2022），有利于整体把握环境治理与污染的发展、演化规律，为更好地治理环境污染提供了参考。

从政府治理的角度看，互联网发展有效解决了政府监管效率低下、管理手段落后等短

板。环境信息化为政府实时监测生态效率，监督污染物空间分布、动态演化提供了必要的技

术支撑，推动环境治理主体对环境状况进行科学决策和准确预判；此外，互联网发展随之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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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技术涌现是对传统手工监管的弥补，信息化、数字化的环境监管手段为政府提高监管效

率、提升环境监管执法效果提供了支持（解春艳等，2017），一定程度上促进相关产业发展，进

而改善环境污染。

从企业转型的角度看，互联网发展推动了企业的生产设备和排污设备全方位升级改造

（韩国高、陈庭富，2022），智能制造、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不断涌现，多方面提升了生产效率，

更加精细化的监测与反馈有效缓解了企业节能减排压力（许宪春等，2019）。此外，市场化竞

争压力与供需关系也会倒逼企业逐步改进甚至淘汰传统高污染、低效率的生产工艺，在通往

创新与高效的方向上，企业开启了绿色化、低碳化发展，有利于减少能源消耗与污染物排放。

从公众参与的角度看，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加快了信息流动速度，为公众获取环境信息（Jo⁃
hansson et al.，2015）、形成环保意识、积极参与环保提供了新的方式和契机，引导大众树立绿

色生活习惯，实现经济绿色发展、保护生态环境。与此同时，通过互联网在线监督平台，社会

居民与政府相关部门联合共同治理环境污染，形成政府—企业—公众互动的绿色桥梁（Yang
et al.，2020），“倒逼”污染企业的治污减排（郭海、李永慧，2019），提高环境监督效率，进而减少

环境污染的排放。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互联网发展有利于提升城市生态效率水平。

（二）互联网发展对城市生态效率的间接影响分析

1. 互联网发展通过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影响生态效率

互联网发展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效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产业发展变迁的

角度来看，互联网发展本身就有利于催生出新的产业形态（韩国高、陈庭富，2022）；二是从产

业融合改造的角度来看，互联网发展能够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实现城市产业提质增效（郭峰、

陈凯，2021）。当前背景下，产业结构调整的目的是实现效益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赢，而产业

结构高级化是改进生态效率的重要途径。一方面，由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所催生出来的新兴

产业，皆是以信息、数字等生产要素取代传统生产要素所形成，这一进程中低附加值、高污染

产业逐步被高附加值、绿色产业取代，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协调，同时也通过深度融合

使不同产业的配合更加默契，避免资源的重复浪费，不断提升利用效率，从而改善环境质量

（陈立泰等，2020）；另一方面，新生的高新产业无论在科技含量、生产技术，还是节能环保、资

源配置上都更具优势，较低的投入和高效的产出是此类企业常态，大幅度削减了能源消耗和

污染排放，进而影响环境质量。

2. 互联网发展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影响生态效率

产业结构合理化是在生产率水平和资源禀赋制约下产业协调发展的一种状态，这一过程

中生产要素根据具体的需求结构进行合理配置。首先，互联网的高渗透性模糊了传统一、二、

三产业界限，不同产业之间融合发展成为趋势，产业结构更加协调（马中东、宁朝山，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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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互联网发展提升了不同产业之间信息传递的速度，方便重点信息的及时有效流通，使产

业结构向合理化方向转变（李金林等，2021）。市场经济下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变迁会使有限的

资源从低效率行业向高效率行业转移，减少了资源的重复配置利用，从而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和产业附加值（陈立泰等，2020）。不同产业结构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影响程度有所差异，以工

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更多依赖传统能源资源，污染物排放相对会更多；第三产业对资源能源

依赖度较低，通常造成的环境影响也较小。产业结构合理化减少了资源浪费和产能过剩，摆

脱了对高污染工业的依赖，进而改善环境污染水平。

3. 互联网发展通过提升城市创新能力影响生态效率

一方面，互联网技术能够加速全社会知识和技术的积累，提升整体的技术创新水平，拓宽

技术创新边界（Basu & Fernald，2007），推动企业间技术合作和研发活动的增多。另一方面，

互联网发展催生出新业态，激发企业新一轮的技术创新，加快了新产品的推广和扩散，互联网

技术的融入给技术研发人员进行产品创新活动提供了更多思路。创新能力提升强化了生态

效率的基础。技术创新会带动企业治污设施的更新与换代，现代化的治污设施是促进清洁生

产、遏制污染排放、提升环境复原力的重要工具（韩国高、陈庭富，2022），直接推动污染控制与

治理水平的进步。创新能力提升带来的技术进步意味着作为城市生产活动的主体——企业

在产出更多或者同等水平的期望产出的同时一般以更少的非期望产出为代价，这在很大程度

上削弱了投入与期望产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提高了经济活动的“绿色”，进而带来区域

整体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2：互联网发展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城市创新能力提升

城市生态效率。

以上互联网发展对城市生态效率的间接影响机制见图1。

图1 互联网发展对城市生态效率的间接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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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计量模型构建

（一）模型构建

为检验互联网发展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本文参考梁琦等（2021）、李佳佳和罗能生

（2016）的研究，将城市互联网发展水平纳入其中，构建了如下计量模型：

ln EEit = β0 + α ln NETit + βi Xit + μi + ηt + εit （1）
其中：EEit 表示第 i个城市（i = 1，2，，285）第 t年（t = 1，2，，15）生态效率水平；NETit

表示第 i 个城市第 t 年互联网发展情况；Xit 表示其他一系列控制变量，具体包括人口密度、产业

发展、外商投资、环境规制等，μi 表示个体固定效应，ηt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it 表示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从投入-产出视角构建了生态效率指标体系，包含5个投入和5个产出二级指标，如

表1所示。投入指标主要为资源消耗，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重点考虑劳动力、资本

等社会资源投入，水资源、土地资源、能源等自然资源投入。其中，选取各城市三大产业单位

从业人员期末人数之和表示劳动力总数，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资本存量借鉴张军等

（2004）的研究，采用永续盘存法进行估算，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均提供了城市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总额的详细数据。分别选用各城市建成区面积、全社会用水总量与用电总量，代

表土地资源、水资源和能源三大类自然资源要素投入。能源消耗量与用电量高度相关，且用

电量的数据比较准确和容易获取，本文以各城市电力消耗量表示能源消耗量（李江龙、徐斌，

2018），单位为千瓦时。数据分别来源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能

源统计年鉴》。

产出指标包括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期望产出主要反映经济社会活动进程中有利的

产出或者价值，参考徐维祥等（2022）的做法，采用各城市地区生产总值来表示，数据来自《中

国城市统计年鉴》。非期望产出主要考察经济活动对环境的不良影响，这类产出一般越少越

好，由于废气、废水、烟尘的可收集可测量特征，本文基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统

计年鉴》，综合数据可得性，选取环境污染物的典型指标各城市工业“三废”——工业废水排放

量、工业SO2排放量、工业烟（粉）尘排放量来表示。此外，考虑到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以

碳排放总量为衡量标准，同时借鉴邓荣荣等（2021）、陈晓兰等（2022）的研究，选取各城市碳排

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该数据来源于中国碳排放数据库CEADs。城市生态效率的测度采用超

效率SBM模型，主要原因在于超效率SBM模型同时结合了超效率DEA模型和SBM模型的优

势，不仅可以更恰当地处理非期望产出，而且能在有效的决策单元中进一步做出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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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生态效率投入产出指标体系

投入指标

产出指标

一级指标

社会资源投入

自然资源投入

期望产出

非期望产出

二级指标

劳动力

资本

土地资源

水资源

能源资源

经济发展

废水排放量

废气排放量

烟尘排放量

碳排放量

指标说明

单位从业人员期末人数

资本存量

城市建成区面积

全社会用水总量

全社会用电总量

各城市地区生产总值

工业废水排放量

工业SO2排放量

工业烟（粉）尘排放量

二氧化碳排放量

单位

万人

万元

平方公里

万立方米

千瓦时

亿元

万吨

吨

吨

吨

2. 核心解释变量

互联网发展（NET）一方面需要相应产业的强有力拉动，另一方面也需要发挥经济社会基

本面支撑。本文基于城市数据的可得性与指标选取的代表性，从互联网普及程度与互联网发

展环境两个方面构建了如下评价指标体系（见表2）。其中，互联网普及程度参考程名望和张

家平（2019）的研究，选取每百人国际互联网用户数来反映城市层面的互联网普及水平，数据

来源于《中国区域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移动电话普及率是移动端互联网的基

本载体，其普及状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表征移动网，借鉴谢康等（2012）的做法，移动电话普及

率通过每百人中拥有移动电话的数量占比表示，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表2 城市互联网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一级指标

互联网
发展

二级指标

互联网普及
程度

互联网发展
环境

三级指标

互联网普及率

移动电话普及率

电信业发展

邮政业发展

互联网相关从业人数

指标含义

体现互联网的普及
程度

体现移动互联网的
普及程度

反映互联网产业的
发展环境

反映互联网发展的
人力资本环境

指标计算说明

每百人国际互联网用户数

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

人均电信业务总量

人均邮政业务总量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
员占单位从业人员比重

单位

万户/百人

部/百人

万元/人
万元/人

%

互联网发展环境方面，基础电信业扮演产业发展的重要角色，本文借鉴李浩和黄繁华

（2021）的做法，选取人均电信业务总量做为互联网产业发展的指标之一。同时，互联网发展

的应用消费水平可以通过邮政业务量部分反映，当前互联网在我国最大的应用场景就是电子

商务，区域互联网发展程度高预示着区域内电子商务利用普及程度高，故选择人均邮政业务

总量来衡量城市互联网产业发展环境。此外，互联网发展离不开大量人力资本，人才与创新

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本文在互联网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中纳入人力资本因素，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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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黄群慧等（2019）、余泳泽等（2021）的研究，采用计算机服务和软件行业从业人员占本单

位从业人员的占比表示。以上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测度方法上本文选取客观

性更强的全局熵值法，有效解决了测度结果跨年份比较的不足。

3. 控制变量

一般来说，遗漏变量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就是回归结果偏误，为了缓解这种可能出现的

问题，本文在参考现有研究基础上，控制了对生态效率产生重要影响的其他变量。其中，采

用“每平方公里总人口数的对数”反映城市人口密度（PEO）（张艳等，2022）。产业发展

（INS）参考罗能生等（2019）的研究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度量。外商直接投资

（FDI）用“FDI占GDP的比重”衡量（Wang & Jin，2007），历年美元人民币汇率来自中国人民

银行，采用历年汇率折算为人民币后的实际使用外资额与GDP比值表示。政府财政支出

（GOV）采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和 GDP的比值”表示（张华、冯烽，2019）。能源消费强度

（ELE）方面，电力消耗能源必然对生态效率造成负面影响（郭亚军、冯宗宪，2022），借鉴李佳

佳和罗能生（2016）的研究用“人均全年用电对数”刻画。环境规制（ER）参考张建鹏和陈诗

一（2021）的做法，基于各地区政府工作报告中与“环境保护”相关词汇的频率，计算与环境

相关词汇占政府报告全文词频总数的比例，构建地级市政府环境规制执行强度，指标越大

代表环境规制程度越强。

在删除毕节、铜仁等存在大量缺失数据的城市后，本文研究样本主要包括除港澳台地区

之外中国大陆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基于数据的可得性，研究时间跨度为2005—2019年。

数据来源为研究期内《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区域统计年鉴》，同时借助各城市的统计

公报完善了部分缺失数据，其他缺失数据主要采用插值法进行补充。

（三）变量描述性统计

本文研究期横跨2005—2019年共15年，样本数据共计4275个，表3为相关变量的描述性

统计结果。

表3 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生态效率

互联网发展

人口密度

产业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

财政支出占比

能源消费强度

环境规制

变量符号

EE
NET
PEO
INS
FDI
GOV
ELE
ER

样本数

4275
4275
4275
4275
4275
4275
4275
4275

均值

0.617
0.043
5.730
0.390
0.019
0.176
7.239
0.032

标准差

0.331
0.050
0.916
0.097
0.021
0.100
1.272
0.002

最小值

0.099
0.003
1.548
0.086
0.000
0.043
2.547
0.000

最大值

2.757
0.702
7.923
0.853
0.385
1.485
11.815
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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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回归分析前，本文首先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变量的相关性检验显示各变量之间相关

系数最大仅为 0.39，远小于临界值 0.8。同时，以解释变量为研究对象，对各变量的方差膨胀

因子（VIF）结果进行了比较，选取的控制变量中VIF最大值为1.41，与经验法大小为10的临界

值相比，该最大值相对较小，且VIF的均值仅为1.25。综合来看，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和方差膨

胀因子均小于临界值，因而无需考虑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同时在考虑地区和时间双重固定效应的情况下，表4模型（1）—（7）分别为控制变量不断

加入下互联网发展对城市生态效率影响的回归估计结果，模型（7）为加入所有控制变量后的

估计。回归结果显示，所有模型中互联网发展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加入控制变量后，回归

系数为0.052，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不变。

这一结果大体上说明了互联网发展对中国城市生态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即互联网发展能

推动城市生态效率的优化提升，同时也证明了前文理论分析所提出的假说1，互联网发展可以

驱动先进技术渗透到各行各业中，有效提升了生产效率，增强资源利用率，减少污染物排放，

从而促进生态效率提升。

从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看，人口密度与生态效率存在负向关系但并不显著，伴随城市化

水平的提升，越来越多人口涌入城市，城市人口密度不断上升，直接带来资源短缺、水污染、交

通拥堵等城市病，从而使生态效率不断恶化。以第三产业衡量的产业发展对生态效率影响显

著为负，这一结论与罗能生等（2019）的研究一致，整体上我国第三产业发展科技水平还相对

较低，不足以成为地区支柱产业，因此对经济和环境贡献度还不具有显著优势。FDI回归系

数显著为正，即外商直接投资能推动城市生态效率提升。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增加的同时也

带来了技术和知识，尤其是管理知识的溢出效应；另一方面现阶段外资投资的产业更加倾向

中高技术、低能耗低污染领域，对生态效率产生显著促进作用。以财政投入水平代表的政府

干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表明财政支出比重的提高并不能促进生态环境改善，原因可能是在

地区“GDP锦标赛”压力下，政府更倾向于把有限的财政资源投向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等

短期内直接拉动经济增长的领域，导致用于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财政支出被挤占，从而阻碍

了城市生态效率的提升；同时，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往往扮演“风向标”角色，其他社会投资主

体也会相应效仿，越来越多企业减少环保领域的投入，进一步加剧了财政投入对生态效率的

抑制效用。同时，能源消耗对生态效率的影响也显著为负，二者之间的影响系数达到-0.105，
表明能源消耗会对生态效率起到抑制作用，能源过度使用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显著的负面影

响，要想碳中和目标得到实现，首先便要推动节能减排，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加大互联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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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能源管理领域的应用。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环境规制有效促进了城

市生态效率的提升，在资源环境约束日趋紧张的当下，各地政府愈发认识到“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持续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投入，出台了诸多环境规制政策，这些都有效推动了生

态效率改善。

表4 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

变量

NET

PEO

INS

FDI

GOV

ELE

ER

常数项

控制变量

地区固定

时间固定

样本量

R2

（1）
0.054**
（0.031）

-0.687***
（0.133）

否

是

是

4275
0.130

（2）
0.054**
（0.031）
-0.058*
（0.035）

-0.358
（0.225）

是

是

是

4275
0.131

（3）
0.059**
（0.030）
-0.051*
（0.034）
-0.812***
（0.256）

-0.080
（0.235）

是

是

是

4275
0.143

（4）
0.052**
（0.030）
-0.043

（0.034）
-0.786***
（0.256）
1.452***
（0.434）

-0.195
（0.235）

是

是

是

4275
0.150

（5）
0.049*

（0.030）
-0.045

（0.034）
-0.772***
（0.255）
1.496***
（0.435）
-0.179

（0.161）

-0.182
（0.235）

是

是

是

4275
0.151

（6）
0.053***
（0.030）
-0.045

（0.033）
-0.844***
（0.261）
1.500***
（0.468）
-0.155

（0.158）
-0.103***
（0.016）

0.524**
（0.264）

是

是

是

4275
0.177

（7）
0.052***
（0.029）
-0.040

（0.033）
-0.829***
（0.258）
1.432***
（0.466）
-0.164

（0.159）
-0.105***
（0.016）
0.157***
（0.042）
0.473*

（0.263）
是

是

是

4275
0.182

注：*表示p < 0.1，**表示 p < 0.05，***表示p < 0.01，括号（）里为聚类稳健的标准误，下表格均相同。

（二）稳健性检验

1. 剔除样本与更换被解释变量

本文首先采用两种常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通过剔除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

个直辖市与广州、深圳两个一线城市的样本数据进行重新回归，原因在于这些城市一直以来

都对我国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是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增长极，在政策支持力度、发展水平

上都与其他城市存在很大差距，数据体量更接近省级层面维度。第二，本文还借鉴了崔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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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锋（2021），左鹏飞等（2020）的研究，在互联网发展指标体系中新增各城市 IPv4地址数占

比、每万人口CN域名数目来反映互联网基础设施发展的具体状况。采用全局熵值法对城市

互联网发展进行了重新测度，再次进行回归检验模型的稳健性。模型（1）和（3）为不加入控制

变量的估计，模型（2）和（4）为加入所有控制变量后的估计，上述两种方法的再估计结果均显

示模型具有很强稳健性，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互联网发展的影响系数都显著为正，同时其

他控制变量的正负方向与显著性也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综合来说，剔除样本城市、更换核

心解释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具有较强稳健性。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NET

PEO

INS

FDI

GOV

ELE

ER

常数项

控制变量

地区固定

时间固定

样本量

R2

剔除样本城市

（1）
0.135***
（0.018）

-0.156**
（0.061）

否

是

是

4185
0.058

（2）
0.222***
（0.023）
-0.011

（0.032）
-0.683***
（0.194）
1.054**
（0.436）
0.198

（0.161）
-0.065***
（0.013）
0.283***
（0.040）
0.789***
（0.255）

是

是

是

4185
0.121

更换解释变量

（3）
0.090**
（0.029）

-0.487***
（0.142）

否

是

是

4275
0.133

（4）
0.093***
（0.028）
-0.040

（0.034）
-0.848***
（0.256）
1.409***
（0.470）
-0.136

（0.160）
-0.106***
（0.016）
0.155***
（0.042）
0.708**
（0.283）

是

是

是

4275
0.186

2.“宽带中国”政策准自然试验

一般来说，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被认为是推动地区互联网发展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以

“宽带中国”战略等为代表的政策提出是促进互联网发展的重要手段（刘传明、马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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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11年全国工业与信息化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宽带中国”战略，后续陆续批准了

120个城市推进“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的落实。“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直接提升了我国城市互联

网发展水平，也为研究互联网发展带来的政策效应提供了验证依据。同时，“宽带中国”试点

政策所选择的试点城市，主要是考虑当地网络发展情况，逻辑上不会受到当地生态环境状况

的影响，这排除了政策的逆向因果问题，为文章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实证检验环境。基于此，文

章采用“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进行稳健性检验，通过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

检验以“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作为标志的互联网发展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相比于既有使用

综合指数衡量网络发展水平进行的检验，利用“宽带中国”试点这一外生政策冲击进行政策评

估的结果更加具有客观性和可信性。考虑到试点城市是分三批次被批复的，本文借鉴Beck
等（2010）构建的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其中控制组为未批准的城市，而实验组为进入试点名单

的城市。双向固定效应回归模型设计如下：

ln EEit = α0 + α ´ didit + β ´Xit + μi + ηt + εit （2）
didit = Timei ´Groupt （3）

其中，EEit 代表城市 i在 t年的生态效率，时间虚拟变量（Time）的设置主要是基于“宽带中国”

试点城市开始的年份和后续年份赋值为1，剩余年份赋值为0；对于组别虚拟变量（Group）的设

置主要是将试点城市赋值为1，而未获得试点的城市则赋值为0。直接生成“宽带中国”试点

城市的虚拟变量did，即若城市 i在 t年被列为“宽带中国”试点，则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0，具
体的试点城市名单均来源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公开数据。本次研究将部分数据缺失

地区予以排除，剩余城市作为实验样本，实验组城市共 108个城市，对照组则为 177个城市。

本文的核心系数 α反映试点政策对生态效率的影响，若“宽带中国”试点能促进城市生态效率

的提升，则 α系数显著为正。X表示控制变量集合，与前文保持一致，μi 表示个体固定效应，

ηt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it 表示随机误差项。

在通过平衡性检验的基础上，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评估“宽带中国”这一试点政策

实施后互联网发展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结果如表6所示。模型1的估计中未增加控制变量，

模型2—7为不断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估计。结果显示，同时考虑城市个体固定效应及时间

固定效应的情况下，“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城市生态效率均有显著提升作用。与政策非试点城

市相比，试点城市生态效率平均提升约2%，且这一结果在5%水平下显著。究其原因可能在于：

“宽带中国”试点城市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上提出了量化的具体目标，经过短期发展能够直接带

来互联网水平的提升，技术、知识等各类要素以互联网为媒介得到广泛传播，推动先进生产技术

的引入和普及，减少城市生产能耗排放；同时互联网发展也可以淘汰落后的高污染产业，智能化

与数字化进程诱导新兴产业涌现，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这些都直接影响生态效率改善。综

61



合来说，基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准自然试验结果依旧具有很强稳健性。

表6 “宽带中国”政策准自然试验的估计结果

变量

did

PEO

INS

FDI

GOV

ELE

ER

常数项

地区固定

时间固定

样本量

R2

模型1
0.034**
（0.014）

-0.617***
（0.004）

是

是

4275
0.001

模型2
0.032**
（0.014）
0.051

（0.036）

-0.907***
（0.203）

是

是

4275
0.002

模型3
0.030*

（0.016）
0.050

（0.036）
0.016

（0.079）

-0.910***
（0.204）

是

是

4275
0.002

模型4
0.035**
（0.016）
0.057

（0.036）
0.037

（0.079）
0.967***
（0.287）

-0.974***
（0.205）

是

是

4275
0.005

模型5
0.029**
（0.015）
0.039

（0.035）
-0.279***
（0.084）
0.938***
（0.283）
0.820***
（0.080）

-0.894***
（0.202）

是

是

4275
0.030

模型6
0.028**
（0.016）
0.037

（0.035）
-0.314***
（0.091）
0.950***
（0.284）
0.793***
（0.085）
0.007

（0.007）

-0.917***
（0.203）

是

是

4275
0.031

模型7
0.020**

（0.0153）
0.035

（0.035）
-0.275***
（0.089）
0.867***
（0.279）
0.611***
（0.084）
-0.007

（0.007）
0.393***
（0.031）
-0.904***
（0.200）

是

是

4275
0.064

（三）内生性讨论

互联网发展与城市生态效率之间可能存在内生关系，一方面互联网可能通过提升网络普

及水平、产业结构升级、增强技术创新能力等带来城市生态效率的改善；另一方面，高水平生

态效率城市往往是综合实力较强的城市，有更强能力推动城市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带来互联

网水平提升。同时，影响城市生态效率的因素较多。解决内生性问题的主要手段为选择科学

的、有效的工具变量，一个好的工具变量通常具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与内生变量（互联网发

展水平）具有高度相关性；二是该变量又不直接影响被解释变量（生态效率），即工具变量的选

择需要同时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两个重要标准。本文在梳理既有文献的基础上，借鉴Kolko
（2012）的思路采用城市地形起伏度作为互联网发展的工具变量。理论上地形起伏度对城市

互联网的发展会带来负面影响，相较平原地区，山区地区普遍网络覆盖水平低，互联网发展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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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后。同时，地形起伏度直接反映城市地理情况的基础特征，对生态效率一般并没有直接

影响，因此符合工具变量外生性的要求。

城市地形起伏度是典型的截面数据，为了克服截面工具变量的数据维度限制，本文参考

现有研究将地形起伏度乘以时间趋势项作为工具变量（IV）引入模型进行两阶段回归，模型估

计如表7所示。第一阶段回归结果表明，F统计量在5%水平上显著，可以认为不存在弱工具

变量问题，同时地形起伏度同互联网发展之间呈现出负相关性，且在1%水平下显著，即城市

地形起伏度对互联网发展会产生一定阻碍作用；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

情况下，互联网发展也有效改善了城市生态效率，同时比基准回归系数值略高，这表明模型中

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一定程度上低估了互联网发展对城市生态效率的推动作用。

表7 内生性检验估计结果
2SLS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变量

IV
控制变量

地区效应

时间效应

样本量

R2

F值

NET
-0.002***
（0.001）

控制

控制

控制

4215
0.732

11.807**

2SLS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变量

NET

控制变量

地区效应

时间效应

样本量

R2

EE
0.068**
（0.035）

控制

控制

控制

4215
0.165

（四）异质性讨论

前文的计量模型分析可以看出，互联网发展对城市生态效率的提升确实存在显著推动作

用。但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中国区域发展相对不平衡，不同地区互联网发展水平各不相

同，“东部高、西部低”已然成为共识（崔蓉、李国锋，2021），互联网发展的空间差异是否会对不

同地区生态效率带来不同影响值得考量。因此，有必要分析互联网发展对不同地区城市生态

效率的影响差异。此外，不同能级、不同经济水平城市互联网发展水平也较大，对生态效率带

来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入思考。基于这一系列可能存在的问题，以下内

容将展开更加详细讨论。

1. 地理区位因素

我国地区发展存在不平衡，东部地区具有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互联网发展也大体上呈

现出这种空间特征。基于此，本文进一步将285个研究样本城市分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

大地区来分析互联网发展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其中东部地区城市87个，中部地区城市80个，

西部地区城市84个，东北地区城市34个，分别对每个区域的样本进行了回归估计，区域异质

性检验结果见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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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互联网发展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区域异质性特征，东部、中部、西

部、东北地区互联网发展系数均显著为正，但影响效应的大小在不同地区存在差异，中西部地

区互联网发展对生态效率的提升作用明显优于东部和东北地区，互联网发展在生态效率提升

方面释放的红利大致可以按照“西部—中部—东北部—东部”降序排列。潜在的原因可能包

括，第一，东部、东北地区具有更高的互联网发展水平，受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影响，互联网的红

利效应相对有限，因此互联网发展对这两个地区生态效率的提升更多是“锦上添花”，即使中

西部地区互联网发展起步晚、水平较低，但对生态效率的改善作用更为明显；第二，受产业政

策影响，我国沿海城市（包括东部、东北地区）相当大一部分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已转移至中西

部城市，如东北“三省一区”联合建立危险废物跨省转移“白名单”制度，中西部城市承接产业

和技术转移的同时，也成为节能减排的主要阵地，互联网发展有利于中西部地区深入把握最

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提升技术创新水平，这在带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充分发挥出技术创新对

污染减排作用的后发优势，从而有利于改善生态效率。

表8 不同地区的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NET

常数项

控制变量

地区固定

时间固定

样本量

R2

东部地区

0.143***
（0.026）
0.608**
（0.300）

是

是

是

1305
0.067

中部地区

0.251***
（0.026）
0.609*

（0.321）
是

是

是

1200
0.208

西部地区

0.279***
（0.026）
1.179

（0.787）
是

是

是

1260
0.145

东北地区

0.183***
（0.057）
1.154*

（0.621）
是

是

是

510
0.164

2. 城市能级变化

中国城市呈现出不同能级，城市经济学对城市做了不同能级的分类，如根据人口规模可

以分为小城市、中城市、大城市等，根据区域带动能力可以分为省会城市与非省会城市。不同

能级城市的现代化程度和推动周边区域发展的影响力不尽相同。一般来说，省会城市是一个

省的政治中心、决策中心，是全省经济发展的引擎。基于此，本文将中国省会城市单独考虑，

进一步把全样本拆分为省会及以上城市和非省会城市两种类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9，模
型（1）和（3）未加入控制变量，模型（2）和（4）加入了控制变量。可以看出，对于不同能级城市

而言，互联网发展均对生态效率产生明显提升促进作用。省会及以上城市与非省会城市影响

系数分别为0.129和0.237，且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非省会城市的影响系数远高于省

会城市，影响系数随着城市能级的下降而增大。主要是因为省会城市在中国一直处于领跑地

位，不少省份甚至举全省之力建设省会城市，从而使其具备了更高的互联网发展水平，能够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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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实现互联网发展的红利释放；但大多数非省会城市能级较低，属于三四线城市，互联网技术

尚未在此类城市中得到广泛普及和深入融合，因而互联网发展带来的后发优势更加明显，通

过技术的使用可以获取更多边际报酬。

表9 不同城市能级的模型估计结果

主要变量

NET

常数项

控制变量

地区固定

时间固定

样本量

R2

省会及以上城市

（1）
0.077***
（0.022）
-0.490***
（0.093）

否

是

是

450
0.360

（2）
0.129***
（0.040）
-1.446**
（0.605）

是

是

是

450
0.472

非省会城市

（3）
0.144***
（0.009）
-0.097**
（0.042）

否

是

是

3825
0.065

（4）
0.237***
（0.015）
1.009***
（0.166）

是

是

是

3825
0.130

3. 城市经济发展

进一步，本文以研究期末（2019年）各城市人均GDP是否大于全国人均GDP为标准，将样

本城市划分为经济发达与经济欠发达地区两种不同类型，城市数量分别为95个和190个，分

样本回归的结果见表10，模型（1）和（3）未加入控制变量，模型（2）和（4）加入了控制变量。回

归结果显示，互联网发展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程度要略高于经济发达地

区，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互联网发展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93和0.254，二者都在

1%水平上显著。研究结果与前文分析具有一定相似性，互联网发展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生态

效率影响效果更为明显，进一步印证了互联网发展边际报酬递增的后发优势，在我国多数经

济发达地区都以省会城市和省内核心城市为主，而欠发达城市多以三四线城市为主体。

表10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分样本回归结果

主要变量

NET

常数项

控制变量

地区固定

时间固定

样本量

R2

经济发达地区

（1）
0.073***
（0.015）
-0.284***
（0.062）

否

是

是

1410
0.016

（2）
0.193***
（0.025）
0.687**
（0.332）

是

是

是

1410
0.098

经济欠发达地区

（3）
0.165***
（0.010）
-0.066

（0.049）
否

是

是

2865
0.090

（4）
0.254***
（0.017）
0.928***
（0.330）

是

是

是

2865
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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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城市资源依赖性

资源型城市是以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开采、加工为主导产业的城市类型，城市的生产和

发展都离不开资源的开发利用，大规模无序的开发开采必定对生态效率带来恶劣影响。本文

以国务院印发的《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为依据，将总体的样本城

市划分为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两种类型，城市数量分别为112个和173个，分样本进行

回归，具体结果见表11。模型（1）和（3）为不加入控制变量的估计，模型（2）和（4）为加入所有

控制变量后的估计，结果显示非资源型城市能够借助互联网发展推动生态效率大幅度提升，

影响系数达到 0.089；而资源型城市互联网发展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效果稍低一点，系数为

0.060，二者都在1%水平上显著。一直以来，资源型城市为我国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

部分地区由于开发强度过大，开发方式原始简单，导致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现阶段互联网的兴

起为资源型城市推动经济转型，改善生态环境，提升生态效率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

表11 不同资源属性城市分组的估计结果

主要变量

NET

常数项

控制变量

地区固定

时间固定

样本量

R2

资源依赖性城市

（1）
0.056**
（0.036）
-0.785***
（0.154）

否

是

是

1680
0.142

（2）
0.060**
（0.035）
0.688*

（0.359）
是

是

是

1680
0.192

非资源依赖性城市

（3）
0.062***
（0.023）
-0.585***
（0.010）

否

是

是

2595
0.126

（4）
0.089***
（0.023）
0.230

（0.219）
是

是

是

2595
0.190

六、影响机制分析

（一）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1. 模型设定

本文参考江艇（2022）的研究，停止使用中介效应的逐步法检验，以逻辑内涵上与生态效

率较为密切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及城市创新能力为中介变量，作为影响机制的检验手

段。即在理论层面提出一个或几个中介变量M，这些变量与Y（生态效率）的因果关系已得到

广泛研究和认可，理论上更加直观，逻辑和时空关系上也比较接近，以至于不必采用正式的因

果推断手段来研究从M到Y的因果关系；而是仅看X对M的影响。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如

邓国营等（2022）的研究表明儒家文化（X）对收入差距（Y）具有明显“改善效应”，主要通过改

善税收结构（M1）及促进创新（M2）等渠道影响收入差距。

陈 鹏 钟肖英 桂 周：互联网发展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

66



2023年第4期

互联网发展与生态效率的因果关系前文已经展开了系统分析，这里重点关注互联网发展

与中介变量的实证关系。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为验证互联网发展能否通过其他机制促进生

态效率提升，本文对二者的影响机制进行检验，模型如下：

第一步：将城市生态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互联网发展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

ln EEit = β0 + α ln NETit + βi Xit + μit （4）
第二步：将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及创新能力等中介变量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将

互联网发展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

OISit = β0 + α1 ln NETit + λj Xit + μit （5）
RISit = β0 + α1 ln NETit + λj Xit + μit （6）
INOit = β0 + α1 ln NETit + λj Xit + μit （7）

第三步：基于现有文献从理论层面说明三个中介变量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

其中，i代表城市，t代表时间，EEit 表示各城市生态效率，NETit 代表各城市互联网发展水平；

OIS、RIS、INO为中介变量，分别为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和城市创新能

力。

2. 变量选取

本文从城市创新能力、城市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级化等三个维度检验互联网发展影响

生态效率改善的传导路径。借鉴汪伟等（2015）的研究，采用城市三次产业占 GDP 比重的加

权求和来衡量产业结构升级指数（OIS），具体计算过程为：

OIS =å
i = 1

3

i ´ Sj = 1 ´ S1 + 2 ´ S2 + 3 ´ S3 （8）
其中，Sj 为城市 i中第 j产业在生产总值中的占比。

借鉴干春晖等（2011）的结构偏离度指标与模糊数学中的Hamming贴近度评价方法，对二

者加以结合，构建了产业结构合理化（RIS）指标，公式如下：

RISit = 1 - 1
3åi = 1

3

|| ( )Yit Yt - (Lit /Lt) （9）
其中，i代表城市，t代表年份，RISit 表示城市 i第 t年产业结构偏离度，即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

Yit Yt 代表各城市三次产业产值分别占总产出的比重，即产出结构；Lit Lt 代表各城市三次产

业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即就业结构；Yit /Yt - Lit /Lt 是投入与产出的耦合程度，

Yit /Yt - Lit /Lt 越大代表经济越偏离均衡状态。 RISit 值越大，代表城市产出结构与就业结构越

匹配，即合理化程度越高。

创新能力的衡量，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指标，部分学者参考国内外较权威研究构建指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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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但城市研究中很难实现对全部数据的获取。从整体角度看，在创新活动之中，研究成果主

要可通过专利来得到反映，即能够借助专利数量来客观地对城市间创新水平的差异进行刻

画，且数据来源充足准确。本文用专利申请的对数来衡量城市的创新能力，数据来源于中国

国家专利局。

（二）机制分析的结果讨论

1. 产业结构高级化

产业结构高级化作为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见表12），互联网发展对产业结构高级化

所产生的改善效应较明显，回归系数为0.006，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产业结构高级化既能

提高本地也能提高其他地区的生态效率，即存在本地和外部双重正面效应，且得到了相关文

献的验证（陈立泰，2020；梁琦等，2021）。这表明，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是互联网发展改善生

态效率的一个潜在作用渠道，假说2得以验证。

表12 互联网发展影响生态效率的机制分析
变量

NET

常数项

控制变量

地区固定

时间固定

样本量

R2

EE
0.052***
（0.029）
0.473*

（0.263）
是

是

是

4275
0.182

OIS
0.006***
（0.002）
1.763***
（0.022）

是

是

是

4275
0.896

RIS
0.010***
（0.003）
0.647***
（0.0317）

是

是

是

4275
0.177

INO
0.169***
（0.042）
4.425***
（0.448）

是

是

是

4275
0.860

2. 产业结构合理化

产业结构合理化作为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互联网发展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显著

改善效应，回归系数为0.010，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产业结构合理化能显著提高地区的生

态效率，这一结果得到了相关文献的验证（陈立泰，2020；李金林等，2021），合理化促进产业结

构的调整，导致有限的资源实现合理的优化配置，从而助力节能减排与污染治理的协调，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这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是互联网发展改善生态效率的一个潜在作用渠

道，假说2得以验证。

3. 城市创新能力

创新能力作为中介变量的结果显示，互联网发展使城市创新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回归

系数为0.169，同时在1%水平下显著，这意味着互联网发展有利于提升创新产出。而城市创

新能力的提升对生态效率改善作用符合现实情况，创新能力提升推动了社会技术进步，这一

进程中先进的科技必然会与生产经营实现深度融合，其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资源浪费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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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在技术的加持下不断降低，最终提高生态效率（陈超凡等，2021；何维达等，2022），以上结

果说明城市创新能力是互联网发展改善生态效率的一个潜在作用渠道，假说2得以验证。

七、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2005—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互联网

发展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互联网发展对中国城市生态效率均具有正向影

响，影响系数为0.052，即互联网发展能推动城市生态效率的优化改善。这一结果在剔除异常

样本、更换被解释变量及使用准自然实验下均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异质性分析显示，从地区

来看，互联网发展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区域差异特征，整体上对我国四大区域均

存在正向提升效应，但中西部地区的提升作用优于东部和东北地区，呈现“西部—中部—东北

部—东部”的降序排列；从城市能级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互联网发展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的

后发优势，非省会城市互联网发展对生态效率的影响系数远高于省会城市，经济欠发达地区

互联网发展对生态效率的影响系数也高于经济发达地区；同时，非资源型城市较资源型城市

互联网发展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效果更为明显。此外，机制检验显示，互联网影响城市生态效

率的传导机制主要是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城市创新能力。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互联网发展是推动提升城市生态效率的有效途径之一，因而各城市要抓住推动互

联网发展的有利契机，持续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深入推进“宽带中国”“网络强国”战略；同

时依托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借助

互联网技术改善当地生态效率、促进绿色发展。

第二，要充分考虑互联网发展提升城市生态效率的异质性特征，不同地区要结合当地区

位条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等，因地制宜制定互联网发展政策，促进互联网在区域间的

均衡发展。互联网发展对中西部地区生态效率的改善作用最为明显，因而经济基础相对较差

的中西部地区应该抓住互联网发展的科技浪潮，引进相关的人才和技术，打造独具特色的现

代化产业体系，通过互联网发展带动生态效率的提升实现“弯道超车”，保护当地生态环境的

同时切实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东部和东北地区在生态效率提升层面的促进效应稍次于中部

地区，重点应该结合互联网发展水平高的特征，进一步创造良好社会氛围推动互联网发挥更

大作用。

第三，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在互联网发展提升城市生态效率这一过程中发

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各地要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步伐，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

业发展，促进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同时产业发展中要进一步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大力发展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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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能源，提升能源使用效率，推动节能减排工作持续开展，实现“经济生态化”以及“生态经济

化”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第四，持续提升城市科技创新能力。政府要加强在生态环境领域的科学技术投入，利用

互联网建立跨城市技术创新交流平台，强化不同创新主体的关联，促进科技人才、科学技术等

创新要素的跨区域、跨部门流动与合理高效配置，先进科学技术的应用很大程度上可以提高

能源使用效率与污染减排，从而达到减排、低碳的效果，催生更多的创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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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Internet Development on Urban
Eco-efficiency: 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285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Chen Penga, Zhong Xiaoyingb, Gui Zho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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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ussiness School Nanfang College·Guangzhou）

Abstract: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enhancing regional ecological efficiency with

the help of internet technology is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for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impact mechanisms of internet development on ecological efficiency at the the-

oretical level, and empirically tests the data of 285 cities above prefecture level in China from 2005 to 2019 as a sam-

p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ternet development can promote urban eco-efficiency regardless of whether control vari-

ables are added or not, and this result is robust under the exclusion of sample cities, replacement of core explanatory

variables, and consideration of quasi-natural experiment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re is significant re-

gional heterogeneity in the impact of internet development on urban eco-efficiency, and the effect of internet develop-

ment on eco-efficiency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s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eastern and northeastern regions,

and the overall eco-efficiency enhancement effect of the internet development is in the descending order of

“west-central-northeast-east”. At the same time, the impact of internet development on the ecological efficiency of

non-provincial capital cities, economically underdeveloped cities and non-resource cities is more obvious. The re-

sults of the mechanism analysis confirm that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the internet affecting urban eco-efficien-

cy is mainly the rational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innovation capacity.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around the joint promotion of both.

Keywords: Internet Development; Eco-efficiency;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Rational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Urban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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